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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脱贫地区农户面对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不足严重削弱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效率.基于２０１８年秦巴山脱贫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及风险实验数据,通过 HoltＧLaury受控

激励实验机制模拟农户风险投资行为,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厘清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与农

户风险投资行为三者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是

构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重要维度;第二,农户生计恢复力是其抱负水平形成的重要基础,其

中尤以缓冲能力的影响最大;第三,农户自组织与学习能力的培育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安全

投资型项目,而缓冲能力的培育则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机会驱动型项目.基于此,地方政府

应实现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长效性培育,并积极引导农户形成合理、有效的抱负水平.同

时,针对安全投资型项目,充分利用乡村社会中的互动效应并通过基层组织及村干部的积极

走访与政策解读,进而促进农户形成清晰正确的预期收益;针对机会驱动型项目,需重视事

前管理、事中监管及事后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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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是现阶段我国乡村发展的重要议题.脱贫地区农户面对

各类型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严重削弱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率.有研究表明,农户对投资风

险较低且有一定收益回报的诸如高等教育、农业保险、技术培训等安全型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始终不

高[１Ｇ３],对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且收益回报较高的类似正规借贷、土地流转、新型农业技术采纳等风险型

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往往更低[４Ｇ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脱贫地区农户对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

呢? 有学者指出,缺乏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及没有把握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是造成脱贫地区农户公

共政策响应程度不足的重要原因[７].一方面,农户家庭往往面临着诸如自然、社会、经济、生产及技术

等多重风险冲击,而低收入人口受制于有限的收入与资产,其在遭遇严重的风险冲击后往往也更难摆

脱贫困,进而使家庭表现出风险厌恶特征并降低投资水平[８].另一方面,精神贫困问题是当前外部性

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其不仅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也埋下了返贫及贫困代际传

递的风险和隐患[９].杭承政等指出,精神贫困的本质即为“抱负失灵”,并将其定义为低收入人口缺乏

志向、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不理性的现象[１０].对于精神贫困人口而言,其缺乏有效的抱负水平指导,
往往难以对公共政策做出有效响应并形成理性的经济行为,进而无法把握获得更好的机会实现生活

富裕[１１].
因此,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激活农户内生动力是提高公共政策响应程度的重要举措,更是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意.鉴于此,本文将生计恢复力及抱负水平纳入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理

论研究框架中,并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脱贫地区的汉中、商洛及安康三市２３９户农户风险投资行为实

验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厘清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与农户风险投资行为三者间的影响机理,以



期从外部扶贫与内部扶志的双重视角剖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户公共政策响应程度不足的深刻

原因.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生计恢复力及其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风险管理机制

恢复力概念起源于物理及工程领域,用来测度材料在冲击后反弹并恢复其原始状态的能力.

Chambers等则最早将恢复力引入生计领域研究中,并将生计恢复力视作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指出生计恢复力越强个体遭受风险冲击的影响越小[１２].在后续研究中,生计恢复力

分析框架逐渐丰富成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三个维度,其概念也进一步引申为“在环境、经济、
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冲击下,人类保持和改善其生计机会和福利的能力”[１３].在此基础上,生计恢复

力框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陈佳等最早将生计恢复力的测度引入农村研究中,并从家庭人口结

构视角探讨了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１４].随后,李聪等将易地扶贫搬迁视作外部扰动项,对农户生计

恢复力进行了科学测度[８].而杜巍等则将生计恢复力作为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指出,生计

恢复力能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应对市民化的风险冲击,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形成推力[１５].
总体而言,生计恢复力将单一的生计研究与弹性思维(恢复力)联系在一起,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农

户生计的动态性,进而更准确地预测农户的生计行为.具体来看,缓冲能力是指系统可承受的变化和

干扰度并保持原有的功能和结构的属性,指的是农户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一般包

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而自身资源禀赋作为促进风险决策的基础,诸多学者进行了相

关研究.Azam 以非洲农户为研究对象,指出相对富裕的农户往往具有更强的冒险精神[１６].Lu等通

过比较个体的教育背景指出,人力资本的差异对形成不同的风险偏好有着重要影响[１７].自组织主要

表示人类制度、权力和社会网络对恢复力的影响.Hsee等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个体风险态度指出,
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更多经济援助,故其风险规避程度比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

低[１８].学习能力是指社会系统的适应性管理,该系统将以前的经验和知识转化为当前的行动,并存储记

忆.Ert的研究则指出,个体在不断决策中所获得的经验,将有效提高其未来风险决策的概率[１９].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１:生计恢复力越强的农户越有可能做出风险投资行为.

２．抱负水平及其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机会把握机制

机会缺失的本质是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有限理性的经济框架中,个体实际偏好的并非是

风险本身,而是隐含在风险背后的预期收益.因此,个体对收益的预期将对其投资决策的具体实施产

生重要影响,而预期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体的抱负水平[２０].“抱负”的概念缘起于心理学科,指的

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愿望或志向,其隶属于个体认知维度的主观幸福感,超越了物质幸福感和生活水

平[２１].而Ray则将 “抱负水平”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阐述,指出当抱负水平过低时个体

将会放弃抱负,且由此产生的抱负失灵将会进一步加剧贫困[１１].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探究了抱负失灵与低风险投资水平的内在联系.Civita的研究表明,个体对

子女教育的抱负水平较低会导致儿童学业水平下降甚至产生辍学[２２].Bernard等的研究也指出,较
低的抱负水平会显著影响个体正规借贷的参与程度并显著降低长期投资水平[２３].究其原因,较低的

抱负水平表现为维持现状和基本生存,其进一步造成低收入人口进行低质量的生计行为,最终导致其

陷入持续性的贫困陷阱.而通过对抱负水平的引导,能促使个体形成有效的抱负水平及合理的抱负

差距,进而能有效激发个体的生产投资行为.因此,将抱负水平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中,不仅可以

有效挑战甚至改变低收入人口的生活状况,更能大大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及乡村振兴政策的杠

杆效应,进而建立长效化的乡村发展机制.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２:抱负水平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做出风险投资行为.

３．生计恢复力与抱负水平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将抱负水平的形成归因于内生认知机制及外部约束机制.部分学者认为,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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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水平由其认知能力的范围即抱负窗口所决定[１１].基于此,Dalton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之所以

穷人会选择限制其抱负窗口,正是由于其初始的家庭禀赋较低,进而导致抱负水平下降,做出风险决

策的可能性更小[２４].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抱负水平的形成也受到社会性影响,即其来自个体对外部

约束的适应,且由于地理、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劣势,其大大限制了贫困个体获取信息或投资未来的机

会[２５].因此,从机会平等的视角来看,只有当外部约束机制得到验证且占据主导地位时,才能有效减

少不平等的持续存在.
无论是内生认知机制还是外部约束机制,均与生计恢复力框架紧密契合.从缓冲能力及学习能

力来看,前者与农户家庭禀赋紧密相关,而后者则与农户社会性经历近似,两者共同构成了农户的抱

负窗口,并通过内生认知机制促进农户抱负水平形成.而从自组织能力来看,其主要与个体所受的制

度影响及其社会网络结构相关,进而通过外部约束机制促进农户抱负水平形成.Janzen等的研究指

出,个体的抱负水平受社会网络影响,与其在社会网络中地位较高的人有正相关关系[２６].
总的来说,生计恢复力及抱负水平均为指导农户风险决策的重要因素,且生计恢复力从内生认知

机制与外部约束机制全面促进了农户抱负水平的形成.因此,生计恢复力对农户风险决策不仅存在

直接影响,也会通过抱负水平进一步影响农户风险决策.抱负水平的中介效应也解释了为何现阶段

精准扶贫工作中,高恢复力农户家庭其风险投资水平仍然较低的问题,其根源即为较低的抱负水平削

弱了生计恢复力对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３:农户生计恢复力越强,其抱负水平也越高.

H４:农户生计恢复力通过影响抱负水平进一步影响农户风险投资行为.̀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秦巴山区是我国最大的脱贫地区之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之一.基于此,课题组于

２０１８年８月,在秦巴山区区域范围内选择了陕西省贫困程度较深的汉中、商洛、安康三市进行了农户

调研及受控激励实验,以期清晰描绘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现状和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抱负水

平及风险投资行为的全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样本市内随机抽取样本县,每个县抽取３~４个

村,每村再随机抽取２０~３０户农户,采用问卷调查及受控激励实验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但由于受

控激励实验实施难度较大,即使在专业的团队及简化的规则下依旧有部分农户不能完全理解问卷内

容,故在剔除无效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了２３９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及受控激励实验数据.

１．生计恢复力测度

本文参考李聪等及杜巍等研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评

价指标体系[８,１５],见表１.
表１　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误

缓冲能力

人均收入 家庭年度总收入与家庭规模之比 ９．１７０ ０．９６０
人力资本 劳动力数量 ２．３４７ ０．９８１
房屋资本 住房类型,土坯房＝１;砖木结构＝２;砖混结构＝３;楼房及以上＝４ ２．８１６ ０．９９３
自然资本 家庭土地承包面积 ２．５６３ ２．５４６
健康水平 人均健康状况,１~５:非常不健康~非常健康 ３．１８２ ０．８０５
物质资本 家庭中拥有小汽车、电视、电冰箱、电脑、洗衣机等生产生活耐用消费品数 ７．６９５ ２．９９６

自组织

资助机会 家庭急需大笔开支时可求助的户数 ３．４６０ ２．４０４
社会网络 家庭经常走动户数 ５．１０９ ２．４２３
社会信任 对同村人信任程度,五值化表示 ３．５６９ １．０２０
社会参与 一事一议参与情况 ３．１７２ ０．９５１

交通可达性 离家最近公路距离 ３．０３２ ３．９９７

学习能力

技能培训 家庭成员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是＝１;否＝０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８

教育水平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没上过学＝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学

及以上＝５
２．４６９ ０．８５２

信息交流 农户间是否存在信息技能交流,是＝１;否＝０ ０．３７２ ０．４８３
务工时间 家庭成员平均外出务工月数 ８．４２３ ３．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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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风险投资行为模拟及抱负水平测度

随着 Holt和Laury于２０１５年将实验方法引入管理学科,开创了个体风险偏好测度的新方法,也
拓宽了风险偏好的研究领域.基于此,本文利用 HoltＧLaury的实验机制,对样本农户进行受控激励

实验.实验的基本规则为先让农户在一系列不同概率的货币选项中进行选择,然后采用抽奖的方式

实际支付农户对应其选择结果的货币奖励.参考Chivers等的研究[２７],本文将实验分为两类情景,一
类为安全投资型项目模拟,即期望收入中等,但没有任何风险;另一类为机会驱动型项目模拟,即期望

收入较高,但也存在一定风险.以表２(安全投资型项目决策模拟)为例进行实验过程的说明,表２中

的货币收入为正值,可用于风险厌恶系数的测量,其具体数值须符合选项 A 的期望收益逐渐低于选

项B,且整体期望收益能有效激发农户对实验的重视程度.因为实验对象的教育水平较低,简化概率

的定义为抽球游戏,例如,两个球中有一个黑球和一个白球,分别代表概率为５０％,这项实验的直观

目的是观察参与者偏好在哪一题的选择从 A转向B,而每个实验情景中,前５以选项 A 与选项B的

期望差均大于等于０,后５题则相反,但后５题的风险收益较高.因此,由农户风险决策的拐点判定

农户是否做出了风险投资行为,即若农户所选的安全选项少于等于５个,则认为农户做出了风险投资

行为,记为１,反之则没有做出风险投资行为,记为０.
具体流程如下:步骤１,由村干部将课题组在每村随机抽取的２０~３０户农户分成８~１０人的小

组,并由调研人员向受试人员讲述实验的基本规则.此处需重点强调本项实验的支付机制,以此提高

农户对实验本身的重视程度,体现本项实验的激励特征.步骤２,让受试农户进行模拟实验,即让农

户填好模拟情景的练习选项后进行两轮抽球,第一轮抽题目序号(如表２中的１~１０),第二轮抽具体

选项,若抽中黑球,则表示选项 A,并根据具体金额进行支付,若抽中白球则根据选项B的具体金额

进行支付.同时,对于仍未理解游戏规则的农户将由调研人员进行单独讲解或直接剔除.步骤３,正
式进入情景模拟环节,调研成员先将政策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如在模拟安全投资型项目时,以农业保

险为背景描述表２中具体选项;在模拟风险投资型项目时,以正规借贷为背景描述相关选项.通过选

项金额的变化体现受试人员所面临的风险变化,以此观测不同风险条件下农户的风险投资行为变化,
进而体现实验的受控特征.步骤４,重复执行步骤２中的具体流程,并在所有实验完成后在村干部的

监督下兑现支付承诺,最终进行问卷回收并统计结果.
表２　农户安全投资型项目决策模拟

序号
选项 A

概率 金额/元 概率 金额/元

选项B
概率 金额/元 概率 金额/元

E(A)Ｇ
E(B)/元

１ １ １２ — ——— ０．５ １０ ０．５ ６ ４
２ １ １２ — ——— ０．５ １２ ０．５ ６ ３
３ １ １２ — ——— ０．５ １４ ０．５ ６ ２
４ １ １２ — ——— ０．５ １６ ０．５ ６ １
５ １ １２ — ——— ０．５ １８ ０．５ ６ ０
６ １ １２ — ——— ０．５ ２２ ０．５ ６ －２
７ １ １２ — ——— ０．５ ２６ ０．５ ６ －４
８ １ １２ — ——— ０．５ ３０ ０．５ ６ －６
９ １ １２ — ——— ０．５ ３４ ０．５ ６ －８
１０ １ １２ — ——— ０．５ ３８ ０．５ ６ －１０

　　与国内已有其他相关研究相比,本研究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所用的受控激励实验方法,将实

验结果与收益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数据偏误.第二,真实收益会激励农户如实汇报真实偏

好,样本区域平均日工资约为１００元,实验期望收益(３９．８１元)占日平均工资的３９．８１％.因此,就成

本收益率来看农户会认真对待实验.第三,本实验采取抽球游戏替代彩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农户认知系统负担,进而使这一实验机制能在农民群体中顺利实施.第四,考虑到实验中存在的各种

不可控因素,本研究每次实验的农户规模均不超过１０人,且每２个样本农户即配置一位实验人员,以
进行规则讲解及控制农户间相互交流,同时在此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你应该选择冒险”这类引导性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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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抱负水平的测度则是解决抱负失灵的核心问题.个体的抱负水平在不同的决策环境中是不一

样的,其可以是离散也可以是连续的结果.Conradie等的研究中就用个体期望的职业选择来测度抱

负水平[２８].然而在农户调研中,大多数农户已形成固定的职业选择,若使用个体职业抱负会存在较

大偏差.因此,本文选择大多数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李克特５级量表进行抱负水平测度,用１~５的

连续型变量表明农户抱负水平的强烈程度,数字愈大则抱负水平愈高.

３．模型构建

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结构方程模型能有效分析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其逐

渐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指标类型通常包括反映型与形

成型两种,但若反映型与形成型指标误用,会导致参数估计出现偏差,变量之间的关系评价也会随之

出现问题,进而导致研究内容的全面错误.Burke等列出了判断形成型测量模型的５项标准:一是测

量变量充分反映潜变量的特征;二是测量变量的变化会影响潜变量;三是潜变量的变化不会影响测量

变量;四是某一测量变量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其他测量变量;五是删除某一测量变量可能会改变潜变量

的概念.因此,参考上述标准,本文中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更适用于形成型测量模型[２９].
首先,构建内部模型(结构模型)来描述各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η＝α＋Гξ＋ζ (１)
式(１)中,η为内生潜变量,即农户抱负水平及风险投资行为;ξ为外生潜变量,即农户缓冲能力、

自组织及学习能力;α为常数项,Г 为路径系数(直接影响效应),ζ则为残差.
其次,构建外部模型(测量模型)来描述潜变量与各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

η＝Пyy＋δy (２)

ξ＝Пxx＋δx (３)
其中,y 是内生潜变量η的测量变量;x 为外生潜变量ξ的测量变量;П 为多元回归系数矩阵;δ

为回归残差项.
同时,由于本文在 HoltＧLaury实验中设置了安全投资型项目模拟与机会驱动型项目模拟两种情

景,两者在风险与收益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若将两种情景置于同一结构方程中,就无法准确量化并对

比农户在面临不同风险收益时其投资行为的差异.因此,本文遵循实验规则,分别构建了在安全投资

型项目与机会驱动型项目中农户生计恢复力对抱负水平及风险投资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测量模型估计

信度与效度是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的重要指标,而在形成型测量模型中,信度与评价结构方程模型

质量并无太大关联,其核心在于保证效度.因此,本文主要从测量模型的权重显著性、测量变量间的

多重共线性及模型适配度三个方面对两个模型进行效度评价.
表３　测量模型的权重显著性检验结果

安全投资型 机会驱动型 安全投资型 机会驱动型

人均收入→缓冲能力 ０．２０３∗∗∗ ０．０７１∗∗∗ 社会参与→自组织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９

人力资本→缓冲能力 ０．２４５∗∗∗ ０．１８１∗∗∗ 交通可达性→自组织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６∗∗∗

房屋资本→缓冲能力 ０．２３５∗∗∗ ０．３３８∗∗∗ 技能培训→学习能力 ０．４５７∗∗∗ ０．２１５∗∗∗

自然资本→缓冲能力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０∗∗∗ 信息交流→学习能力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３∗∗∗

健康水平→缓冲能力 ０．２７９∗∗∗ ０．２９９∗∗∗ 教育水平→学习能力 ０．１５６∗∗∗ ０．２０８∗∗∗

物质资本→缓冲能力 ０．１９７∗∗∗ ０．２８５∗∗∗ 务工时间→学习能力 ０．４８７∗∗∗ ０．５９８∗∗∗

资助机会→自组织 ０．４３６∗∗∗ ０．３６８∗∗∗ 抱负水平→抱负水平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社会网络→自组织 ０．３８８∗∗∗ ０．３９５∗∗∗ 安全投资→投资行为 １．０００∗∗∗ ———

社会信任→自组织 ０．１６１∗∗∗ ０．２２２∗∗ 机会驱动→投资行为 ——— １．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在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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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从测量模型的权重进行显著性检验.由表３可知,除自然资本与缓冲能力潜变量呈显著

负相关外,其他变量均对潜变量有正向影响.究其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农户生计结构已

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即由农业部门就业逐步转向非农业部门就业,农业收入已不再是农户的主要

收入来源.同时,自然资本已成为束缚农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本越高则意味着农户需向

收益较低的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导致农户整体缓冲能力的下降.此外,社会参与指标

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村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在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层治

理生态中,一事一议已成为村民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种稳定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对

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预期影响.
同时,在缓冲能力的测量变量中,人均收入所占权重(０．２０３)并不是最高的,反而是健康水平与人

力资本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０．２７９与０．２４５.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影响农户缓冲能力的并不仅仅

是农户的资本流量,更重要的是资本存量,其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农户的持久性收入.在自组织的

测量变量中,主要以资助机会及社会网络所占权重较高,分别为０．４３６与０．３８８.这表明,在中国农村

的熟人社会中,非正式制度依旧对农户自组织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习能力的测量变量中,务工

时间所占比重最高(０．４８７),这是由于随着务工时间的提高,农户所能接受的信息与知识也会进一步

提高,进而有助于农户学习能力的积累.而信息交流则只会提高地方性知识的获取,教育水平又仅是

农户自身学习能力的基本体现,两者对农户培育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均较为有限,故所占比重较小.
其次,方差膨胀系数(VIF)是检验不同测量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重要指标.由表４数据可知,各

测量变量的VIF 值均在１０以下,表明测量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最后,对模型的适配

度进行检验.本文采用标准化残差均方根值(SRMR)及规范拟合优度指数(NFI)评价模型的适配

度.结果表明,安全投资型模型中SRMR 值为０．０５４,NFI值为０．９０８;机会驱动型模型中SRMR 值

为０．０６７,NFI值为０．８８３.因此,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表明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４　测量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指标 安全投资型 机会驱动型 指标 安全投资型 机会驱动型

人均收入 ２．７６７ ２．７６７ 社会参与 １．４１４ １．４２１
人力资本 １．９５９ １．９５９ 交通可达性 １．１３０ １．１２７
房屋资本 ２．１０３ ２．１０３ 技能培训 １．３２６ １．３２３
自然资本 １．０５１ １．０５１ 信息交流 １．３９０ １．３９９
健康水平 １．８９９ １．８９９ 教育水平 １．３２７ １．３３８
物质资本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１ 务工时间 １．５６６ １．５４８
资助机会 ３．２８１ ３．２７９ 抱负水平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社会网络 ３．８３０ ３．８２５ 安全投资 １．０００ ———
社会信任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９ 机会驱动 ——— １．０００

　　２．结构模型估计

表５　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结果

变量
安全投资型

R２ R２adj

机会驱动型

R２ R２adj

抱负水平 ０．７８６∗∗∗ ０．７９１∗∗∗ ０．７７９∗∗∗ ０．７８４∗∗∗

投资行为 ０．５７１∗∗∗ ０．５８６∗∗∗ ０．７６０∗∗∗ ０．７６５∗∗∗

由于 AMOS、LISREL等软件均适用于反映型指

标且基于协方差进行模型估计,而本研究使用的是形

成型指标,其需使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因此,本
文运用SmartPLS３．０软件并执行“Bootstrapping”命
令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见表５及表６.

内生潜变量测定系数R２ 及调整系数R２
adj 反映了

内生变量的被解释程度,其评判标准主要有两点.一是依据系数值评判,较好(０．６７)、中等(０．３３)和
较差(０．１９);二是比较测定系数R２ 及调整系数R２

adj 的大小,两个值越接近则说明测定系数R２ 的估

计偏差越小.由表４可知,内生潜变量的测定系数均在０．６７附近且与调整系数偏差较小,这表明生

计恢复力有效解释了抱负水平的形成机制及农户风险投资行为.
同时,路径调节系数可用于反映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及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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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间的交互影响,其是检验模型解释力度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路径调节系数在０．０２~０．１５间

则解释力度一般,在０．１５~０．３５间则解释力度适中,大于等于０．３５则解释力度很强.由表６可知,无
论是安全投资型项目还是机会驱动型项目,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对抱负水平影响的路径调节

系数均较大,这表明生计恢复力对农户形成较高的抱负水平有重要作用.但除在机会驱动型项目中

缓冲能力对投资行为影响的路径调节系数很大外,其他变量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的路径调节系数均

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本文仅使用了农户风险投资行为这一个测量变量来表征农户投资行为,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但其并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的农户生计恢复力通过影响抱负水平来影

响其风险投资行为的客观规律.
表６　生计恢复力对抱负水平及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效应 路径
安全投资型

系数 路径调节系数

机会驱动型

系数 路径调节系数

直接效应

缓冲能力→抱负水平 ０．４５３∗∗∗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６∗∗∗ ０．４５８∗∗∗

缓冲能力→投资行为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２７５∗∗∗ ０．７１８∗∗∗

自组织→抱负水平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５∗∗∗ ０．２４６∗∗

自组织→投资行为 ０．１７３∗∗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１２０∗∗∗

学习能力→抱负水平 ０．２６４∗∗∗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５∗∗ ０．２５３∗∗∗

学习能力→投资行为 ０．２２７∗∗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２
抱负水平→投资行为 ０．４２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３９∗∗∗ ０．３７７∗∗∗

间接效应

缓冲能力→抱负水平→投资行为 ０．１６３∗∗∗ ——— ０．１７３∗∗∗ ———
自组织→抱负水平→投资行为 ０．１０３∗∗∗ ——— ０．０９３∗∗∗ ———
学习能力→抱负水平→投资行为 ０．１０９∗∗∗ ——— ０．０９６∗∗∗ ———

总效应

缓冲能力→投资行为 ０．１７６ ——— ０．５４５∗∗∗ ———
自组织→投资行为 ０．２７８∗∗∗ ——— ０．０２８ ———
学习能力→投资行为 ０．３３９∗∗∗ ——— －０．０４４ ———

　　表６汇报了生计恢复力对抱负水平及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而图１
与图２则清晰直观地展示了“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参数估计结

果.从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投资行为的直接效应分析来看,在安全投资型项目中,缓冲能力的直接效

应并不显著,但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则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１７３与０．２２７.而在

机会驱动型项目中,缓冲能力对农户投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直接效应为０．２７５,但自组织能力与学

习能力的影响则并不显著,H１ 部分得证.同时,在两种项目中,抱负水平对农户投资行为均表现出显

著的正向影响,即抱负水平越高农户越容易做出风险投资行为,其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４２９与０．１３９,

H２ 得证.
从抱负水平的形成机制来看,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对抱负水平的直接效应均显著正向相

关,其中以缓冲能力的影响最大,在两种项目中的影响分别为０．４５３与０．２６６,而自组织与学习能力在

两种项目中的影响均近似,H３ 得证.这表明,农户的生计恢复能力是促进其形成抱负水平的重要因

素,其中如何培育农户的缓冲能力则成为影响抱负水平高低的根本原因.而在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其

投资行为影响的间接效应分解中,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均能通过影响抱负水平来显著影响农

户投资行为,其中以缓冲能力的影响最大,且其在机会驱动型项目中影响更大,间接效应分别为０．１６３
及０．１７３,H４ 得证.

总体来看,农户自组织与学习能力的培育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安全投资型项目,总效应分别为

０．２７８与０．３３９;而缓冲能力的培育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机会驱动型项目,总效应为０．５４５.究其原因,
在面对安全投资型项目时,由于不存在风险,故以农户资产为代表的缓冲能力并不能对其投资行为产

生重要影响.而中国乡村具有强烈的“熟人社会”特征,农户间的社会互动效应频繁,因此以社会网络

结构及制度安排为代表的自组织能力将充分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学习能力作为形成农户认

知的基础,是影响农户投资行为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故也会通过影响抱负水平来影响其投资行为.
在面对机会驱动型项目时,由于风险较高,农户不得不慎重考虑其自身经济情况并判断其是否能在经

５７第４期　 管　睿 等: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与农户风险投资行为　



历投资失败后仍维持一定生计能力,故缓冲能力成为影响农户风险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此时,农户

间的社会互动效应及对项目的预期收益将无法通过影响抱负水平来对其风险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这

也表明,在面对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机会驱动型项目时,受制于自身经济能力,脱贫地区农户往往更厌

恶投资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冲击,这也进一步解释了脱贫地区农户部分公共政策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

图１　安全投资型项目中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估计结果

图２　机会驱动型项目中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估计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陕西省汉中、商洛及安康三市２３９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及 HoltＧLaury受控激励实验结

果,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及农户投资行为间的作用机理,以此揭示脱

贫地区农户风险投资水平较低的“逻辑黑箱”.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是构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重要维度.以人力资本及健康水平

所影响的农户持久性及房屋资本、物质资本所影响的资本存量是培育缓冲能力的关键;同时,在以“熟
人社会”为特征的中国乡村,以社会网络与资助机会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保障及交通可达性是培育自

组织能力的核心;最后,随着农户生计空间的逐步转移,以技能培训与务工时间所影响的外部性信息

获取则成为培育农户学习能力的重点.
第二,农户生计恢复力是其抱负水平形成的重要基础,其中尤以缓冲能力的影响最大,在安全投

资型项目及机会驱动型项目中的直接效应分别为０．４５３与０．２６６,而自组织与学习能力的影响则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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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同时,抱负水平对农户做出风险投资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两个项目中的直接效应分别

为０．４２９与０．１３９.
第三,在两种项目中,缓冲能力、自组织与学习能力均可通过影响抱负水平进一步影响农户风险

投资行为.但具体到不同的项目,影响路径存在一定差异,即农户自组织与学习能力的培育能有效促

进农户参与安全投资型项目,总效应分别为０．２７８与０．３３９;而缓冲能力的培育则能有效促进农户参

与机会驱动型项目,总效应为０．５４５.
基于以上研究所得,为解决脱贫地区农户公共政策效应程度较低的现实困境,本文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第一,实现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长效性培育,并积极引导农户形成合理、有效的抱负水平.首先,

将农村发展重点从短期收入的提高转向对农户持久性收入的提高和资本存量的积累,包括加大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进而补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物质短板;其次,以“乡风文

明”和“治理有效”为主要目标,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非正式治理功能,并通过讲课、宣传等方式充分调

动脱贫地区农户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在了解农户基本需求的条件下有针对性地加强技术培训,积极

鼓励并保障农户外出务工的稳定性.由此,通过构建外部扶贫、内部扶志的“双重造血”乡村长效发展

模式,为农户积极响应公共政策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进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打下重要的现实基础.
第二,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进行差异化的政策配套.针对风险

较低且有一定收益的安全投资型项目,要充分利用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社会互动效应,通过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及社会精英的率先参与带动普通农户的广泛参与.同时,也要通过基层组织及村干部的积

极走访与政策解读,保障公共政策的相关信息能有效、充分、公开、透明的传递到农户,进而通过削弱

信息不平等来促进农户形成清晰正确的预期收益.针对存在一定风险但收益较高的机会驱动型项

目,政策落实的核心在于风险管理.首先,需注重事前管理,即积极培育农户生计恢复力,降低由投资

失败所带来的次生风险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其次,加强事中监管,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积极监测农户

政策执行情况.如在“贴息贷款”政策中,当面临农户无力偿还贷款等不可控风险时,需及时止损.最

后,要重视事后补救,积极为农户提供事后补偿.如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要重视低收入人口搬

迁后的后续扶持工作,以避免农户因搬迁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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